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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探讨康德伦理学与后果主义的关系，乃至探讨是否存在一种康德式的后果
主义，是当代英语世界康德伦理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卡米斯基和帕菲特提出的康德式
后果主义都产生了较大的争论和影响。卡米斯基通过把康德伦理学划分为基础理论和规范
理论两个层面，指出从康德义务论的基础理论可以发展出一种规范的后果主义。帕菲特通
过改造康德的普遍法则公式，并结合契约论和规则后果主义的相关要素，建构了一种康德
式的契约论后果主义。这两种理论虽然都以不同的方式偏离了康德伦理学的原初立场，但
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当代康德伦理学研究的现状及其与后果主义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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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著名伦理学家黑尔 ( Ｒ. Hare) 在 1993 年发表论文称康德应当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之后①，
越来越多的康德研究者开始关注康德伦理学与后果主义伦理学之间是否相容的问题，更有学者甚至
提出各种类型的康德式后果主义理论。这些康德式后果主义者一方面借鉴当代新康德主义者如芭芭
拉·赫尔曼、阿伦·伍德、科斯嘉德、奥尼尔、希尔等人对康德伦理学的价值论解读，另一方面又
与他们就康德的价值理论能否导向后果主义展开了激烈争论。这种持续的探讨和争论，构成了近四
分之一世纪英美康德伦理学研究的新领域和新热点。
在众多版本的康德式后果主义中，卡米斯基 ( D. Cummiskey) 的 “康德式义务论后果主义”
和帕菲特 ( D. Parfit) 的“康德式契约论后果主义”② 不仅各具特色，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例
如，卡米斯基以科斯嘉德对康德价值理论的阐释为前提，提出了康德式的义务论后果主义，并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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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米斯基对康德式义务论后果主义的建构主要体现在其论文 “Kantian Consequentialism” ( Ethics，100，
1990，pp. 586—615) 和专著 Kantian Consequentialism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中; 帕菲特对康德式契约论后
果主义的论述主要体现在其两卷本巨著 On What Matters I，II.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2013) 的第 1 卷中，
第 2 卷涉及帕菲特与当代康德研究专家伍尔夫 ( Susan Wolf) 、伍德 ( Allen Wood) 、赫尔曼 ( Barbara Herman) 和斯
坎伦 ( T. M. Scanlon) 关于康德式契约论后果主义的争论。
*
康德价值理论能否导向后果主义与科斯嘉德展开争论。帕菲特试图把康德主义、后果主义和契约论
结合在一起，建构出一种康德式的契约论后果主义，并与沃尔夫、伍德、赫尔曼、里奇、斯坎伦和
摩尔根等人展开持续探讨和争论。本文尝试对上述两种康德式后果主义进行梳理和论述，并比较它
们之间的异同以及与其他重要康德研究者之间的争论，同时考察它们对于当代康德伦理学研究以及
一般规范伦理学研究的借鉴意义。
一 卡米斯基: 康德式的义务论后果主义
1. 基础理论与规范理论
为了建构自己的康德式后果主义，卡米斯基首先把伦理学理论划分为基础理论和规范理论两个
层面，并认为后果主义伦理学和康德伦理学都具有这两个层面。所谓伦理学的基础理论，旨在研究
人的行动所依照的规范原则的来源是什么，或者说研究人们是如何论证规范原则的。所谓伦理学的
规范理论，则研究人们需要依照哪些规范原则去行动，它并不涉及这些规范原则的来源问题。就后
果主义来说，基础的后果主义是要论证唯有目的的善性才是人们依照这些规范原则去行动的理由。
而规范的后果主义只关注基本规范原则的结构，它告诉人们行为的规范原则就是去促进特定目的，
而不关注规范原则是怎么得出来的。在卡米斯基看来，这两个层面是颇为不同的，人们可以在基础
理论上持不同观点，而在规范层面上都坚持后果主义。他举例指出，黑尔、哈桑伊、西季威克等人
在规范层面都是后果主义者，但他们论证后果主义的基础理论则不相同，其中黑尔立足于道德语言
的逻辑，哈桑伊立足于一种罗尔斯式的契约一致，而西季威克则立足于一种理性的直觉。①
卡米斯基进而指出，康德伦理学在基础层面上是义务论而非后果主义的，因为康德是从人的理
性行为能力而非特定的质料性客体 ( 目的) 出发来论证道德原则及其规范的合理性的。在 《道德
形而上学奠基》和《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一再强调，理性存在者的纯粹实践理性能够独立于
一切质料要素来颁布普遍的道德法则，从而以义务或命令的形式来规范人的行为准则。道德原则之
所以能够被采纳，不是因为它能够促进某种质料性的目的或客体，而是因为它来自纯粹的实践理
性; 它不仅是形式的，而且是普遍有效的。这种形式性和普遍性就体现在普遍法则公式，即 “你
要如此行动，使你行动的准则能够同时成为普遍的道德法则”② 之中。
不过，卡米斯基想要强调的是，康德在基础理论层面的义务论立场并不必然导致他要建立一种
义务论的规范理论，因为基础理论上的义务论既能产生义务论的规范论，也能产生后果主义的规范
论，规范后果主义也可以满足康德基础理论所要求的普遍化和形式化要求。例如，就普遍性来说，
无论是密尔的“功利原则”还是黑尔的 “普遍规定”主张，它们都和康德一样追求普遍性，因此
后果主义并不和普遍性相冲突。至于形式性，卡米斯基认为，人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如果把形
式理解为与目的完全无关的东西，那么康德伦理学就免不了遭受 “空洞的形式主义”的指责。因
此，我们最好采用第二种理解，即形式性要求拒绝的只是来自感性欲求的主观的和偶然的目的作为
道德原则的来源，它并非完全拒绝一切目的，甚至必须预设一种客观的目的，而这也正是康德在讨
论绝对命令时所提出的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的理性本性。因此，卡米斯基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是从康
德的义务论基础理论“重构”出一种后果主义的规范理论。之所以说是“重构”，是因为康德本人
并没有为这种规范后果主义提供辩护; 相反，康德在规范层面也是一个义务论者。因此，要从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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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义务论立场能够发展出一种规范的后果主义，必定是对康德理论的“重构”。
2. 康德式的义务论后果主义
如前所述，卡米斯基不认为康德的道德原则如黑格尔等人批评的那样是完全形式化的; 相反，
康德在排除主观目的等质料要素作为道德原则的来源时，他预设了理性本性作为客观目的而成为道
德原则的基础。他进一步指出，这种客观目的完全可以为一种规范后果主义理论奠基。他说道:
“康德只是推论说采纳道德原则的理由不是倾向或 ‘欲求能力’的主观的和偶然的目的 ( 或客体) ，
因为所有具有这种来源的原则都是 ‘质料的’原则。既然后果主义原则不需要预设所有理性存在
者都独立于他们的义务感而在事实上欲求他们应当去促进的善的目的，那么后果主义原则就不必是
‘质料的’原则。一个义务论的后果主义者可以努力追求促进善，不是出于去这样做的自然倾向，
而是由于这是去做正当的事情。”① 因此，在他看来，从康德的义务论基础理论出发，是可以发展
出一种后果主义的规范理论的。
卡米斯基对康德式规范后果主义的建构奠基于科斯嘉德对康德目的公式的阐释。科斯嘉德把理
性本性看作理性选择能力，它通过选择而 “赋予”其选择的对象 ( 目的) 以价值，因而它本身则
成为了一种绝对的、无条件的最终价值。雷克简要地勾勒出了科斯嘉德重构康德自在目的的论证:
( 1) 理性行为者通过他们的选择赋予事物以价值: 并非由于特定事物是善的，我们就选择它们，
而是由于我们的选择，它们才是善的; ( 2 ) 由此，理性本性必须被认为是所有价值的最终条件;
( 3) 作为所有价值的最终条件，它必须被认为是无条件的善; 因此 ( 4) 理性本性必须被认为具有
一种不被其他的善所分享的特殊价值。② 卡米斯基完全认同这种阐释，强调理性本性作为无条件具
有价值的善，它能赋予其他事物以价值，并且是所有其他价值的条件。
值得指出的是，科斯嘉德并不认为从自在目的可以推出后果主义。一方面因为后果主义依赖于
一个模糊的无法定义的善观念，另一方面在于自在目的是尊重而非促进的对象，它与最大化无
关。③ 对此，卡米斯基并不认同，他试图从自在目的出发建立一种规范后果主义。他首先看到，正
如科斯嘉德、希尔和赫尔曼等当代新康德主义者所强调的，在康德那里，作为自在目的的理性本性
是一个要尊重而非促进的对象，因而规范后果主义无法直接把理性本性当作后果价值来促进。他另
辟蹊径，把要促进的后果价值改造为促进理性本性的 “存在条件”，即保障个人理性本性得以正常
发展的各种社会环境。在他看来，最大化促进理性本性得以正常发展的各种社会条件具有重要的后
果价值。因此，卡米斯基得出结论说，康德关于目的自身 ( 理性本性) 的论述，内在地包含着一
种规范的后果主义，即最大限度地保障和促进理性本性得以正常发展的各种条件。
不仅如此，卡米斯基认为，从康德义务论的基础理论还可以推演出另一个重要目的，即幸福。
我们知道，在康德那里，幸福作为一切爱好的满足，是经验性的，不能成为道德法则的规定根据。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能作为目的而被追求。康德也多次强调，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人总是把幸
福作为目的来追求的。④ 因此，在卡米斯基看来，最大化地促进幸福这一价值，不仅与康德的义务
论基础理论不冲突，而且也是它的必然结论。基于此，卡米斯基总结道，康德式规范后果主义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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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两个重要目的或价值，即促进理性本性的繁荣和幸福。
但是，卡米斯基并不认为这两个目的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相反，他认为这两种价值有优先等
级之分。他完全接受科斯嘉德关于 “理性本性具有无条件价值，而幸福只具有有条件价值”的论
断，进而主张理性本性词典式地优先于幸福。他说道: “理性本性是无条件有价值的，因为它是所
有其他价值的条件。既然具有无条件的价值与作为目的本身存在是等价的，那么它就得出理性本性
作为一种目的本身而存在。这个论证得出，理性本性以及其存在的必要条件，都不可以为了促进幸
福或其他有条件的价值而被牺牲。无条件的价值词典式地优先于有条件的价值。”① 在此基础上，
卡米斯基认为，康德式的规范后果主义虽然要求促进 “理性本性的繁荣和幸福”这两个目的，但
前一目的优先于后一目的并对它构成约束。这样，通过对理性本性和幸福及其关系的论述，卡米斯
基认为，我们可以从康德的义务论基础理论得出一种义务论的规范后果主义，而它的原则就是:
“要求最大化促进双层价值: 理性本性和幸福，这里理性本性词典式地优先于幸福。”②
卡米斯基强调，他建构的这种理论之所以是康德式的，是因为它来自于当代新康德主义者所强
调的康德的“人是目的”这一核心理论; 它之所以是后果主义的，是因为它包含着一个最大化促
进双重价值的规范理论。在他看来，如果还要保留义务论这种说法的话，那么这种康德式的后果主
义可以被称为“康德式的义务论后果主义”③。
卡米斯基认为，相对于康德式义务论的规范理论和传统后果主义，康德式的规范后果主义至少
有如下两个优点。第一，它有助于更好地解决传统义务论和后果主义关于 “权利”和 “善”何者
优先的争论。许多义务论者拥护 “权利优先于善”这一主张，认为人们不能为了追求更多的善而
牺牲无辜者的权利，因为无辜者和其他人一样，具有不可比拟的价值和不可侵犯的权利。相反，后
果主义者常常为“善优先于权利”这一主张辩护，即为了追求更多善，我们可以牺牲无辜者的权
利。这两种观点相互对立，前者批评后者会为了追求利益而牺牲无辜者的权利，而后者批评前者为
了个人权利而不顾公共利益。卡米斯基认为，康德式的规范后果主义可以解决上述冲突。一方面，
出于双层价值，且理性本性词典式地优先于幸福的理论，人们决不能为了某些利益或幸福就随意牺
牲无辜者的权利乃至生命。另一方面，由于理性本性具有普遍的平等性，因此所有具有理性本性的
存在者都是平等的。在涉及理性存在者之间的自由、权利或生命的取舍时，为了保障更多的理性存
在者而牺牲少数无辜者看来就是合理的了，因为“在这些情况下，如果我 ‘被牺牲了’，我并没有
被仅仅用作手段。相反，我的牺牲是由一个我作为自由而真诚的理性行为者必须赞同的原则所要求
的。当然，我可以不倾向于接受我的命运或者不按我应该去做的来做; 但是，我的牺牲仍然并没有
侵犯我的自律或权利”④。在他看来，如果牺牲无辜者可以保障更多的生命，而不是为了保障其他
人的幸福或者利益，那么这种牺牲就是被允许的。
第二，相对于功利主义和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康德式的规范后果主义能够产生一种更加可靠的
敏于分配的正义原则 ( distribution-sensitive principle of justice) 。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权利论者指责功
利主义的后果主义者缺乏分配敏感性，即功利主义者为了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会忽视那些
处于少数地位的个体所遭致的损害，从而导致分配不公正。与功利主义者不同，罗尔斯提出差别原
则，认为只有当社会不公平有利于社会中的最少受惠者时，这种不公平才是正义的。罗尔斯甚至认
为，最少受惠者的任何轻微损失都无法用任何数量的最多受惠者的获得来补偿。卡米斯基指出，康
德式的规范后果主义在分配敏感性上可以替代功利主义和罗尔斯式正义论，因为它重新解释了对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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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善品进行分配的基础或条件。一方面，与罗尔斯一样，我们不能像功利主义者那样仅仅为了最大
化社会的一般幸福来分配诸如权利与自由、教育、医保、权力和机会，以及收入和财富等社会善
品。因为依据双重价值理论，理性本性优先于幸福，而上述社会善品对于保障理性本性是必要的。
因此，在最大化幸福之前，必须首先满足这些基本善品的公平分配。另一方面，与功利主义者一
样，既然社会基本善品和幸福对于作为理性行为者的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目的，那么我们就有义
务去最大化促进这些目的，只是基本权利词典式地优先于幸福。
二 帕菲特: 康德式的契约论后果主义
与卡米斯基不同，帕菲特并没有兴趣考察康德伦理学本身是否是后果主义的或义务论的，他只
是打算通过改造康德伦理学来实现自己贯通康德伦理学、契约论和后果主义的目的。
1. 康德伦理学的困境
在帕菲特看来，之所以要对康德伦理学进行改造，原因就在于康德伦理学特别是绝对命令的三个
公式面临诸多困境，其有效性是有限乃至失败的。首先，康德的人性公式虽然被许多当代新康德主义
者认为是康德伦理学中最有价值的主张，但帕菲特认为这一主张存在严重缺陷。他指出，人们普遍接
受的“把人仅仅当作手段来对待”的标准包括: 伤害、不经同意以及作为工具实现某个目的。这个标
准观点包含三个错误: 把人当作工具来伤害时，未必是把这些人看作工具 ( 如自我防卫案例: 当布朗
拿刀攻击并试图杀死“我”时，“我”为了自保而踢断了他的腿) ; 即便是把人看作工具，也未必是
把人仅仅看作工具 ( 如地震案例: 你不经布莱克同意，用她的身体作掩护救了你孩子的命，导致她失
去了一个脚趾，但你并没有让她失去另一个脚趾来救你自己的命) ; 即便把人仅仅看作工具，行为也未
必就是错误的 ( 如欺骗或强制案例: 在两个人只能存活一个的绝望环境下，“我”用欺骗或强制你的手
段牺牲自己来救你) 。① 在帕菲特看来，虽然康德的主张包含一个重要真理，即把任何人仅仅当作工
具都是错误的，但我们行动的错误性很少依赖于我们是否把人们仅仅当作工具。
其次，帕菲特认为，康德的自律公式与普遍法则公式相冲突，从而也是得不到辩护的。他依照
康德指出，道德法则作为绝对命令是由纯粹实践理性颁布的，而自律是指 “我”服从某种要求，
是因为“我”把该要求作为法则给予了 “我”自己。但他随即又指出，这里的 “理性”和 “我”
在逻辑上并不是同一的，两者可以是相冲突的。他说: “康德不会相信，我，德里克·帕菲特，就
是纯粹理性。因此，如果纯粹理性向我颁布特定法则，而我并不颁布这些法则给我自己，进而在服
从这些法则时，我并不是仅仅服从我给自己颁布的法则。”② 由于这种不一致，自律公式就会导致
另外一个问题: 即便我们应当接受理性颁布的普遍法则，也并不意味着 “我”实际就接受了这些
法则。相反，依据自律原则，如果 “我”不接受这些法则，那么它们就不会运用到 “我”身上。
虽然希尔和科斯嘉德都为自律原则辩护，认为自律的意志是独立于欲望和其他外在影响而接受理性
约束的，但在帕菲特看来，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因为这不过意味着 “我们只服从那些我们接
受的原则”，而在康德那里，道德法则是运用于一切有理性存在者的。因此，在帕菲特看来，如果
康德要为“普遍法则能运用到一切有理性存在者”这一主张辩护，就必须放弃自律原则。
最后，帕菲特用思想实验的方式，指出康德的普遍法则公式至少面临混合准则反对、门槛反对
和理想世界反对等反对意见。所谓“混合准则反对”，是说康德的普遍法则公式只适用于完全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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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完全坏的准则，却无法适用于混合的准则，即如果我们总是依据这些准则行动，那么有些行为在
道德上是错误的，而有些行为则是为道德所允许的。典型的混合准则案例就是 “利己主义者的善
行”和“永不撒谎”案例。前者是说一个利己主义者为了获得奖赏而搭救落水儿童 ( 同时具有获
得奖赏和救人的准则) ，帕菲特认为，虽然为了获得奖赏没有什么道德价值，但是为了获得奖赏而
救人就具有道德价值了，然而康德的普遍法则公式会不恰当地谴责这一行为。在 “永不撒谎”案
例中，帕菲特认为，虽然撒谎一般都是错误的，但是为了救人而对行凶者撒谎的准则 ( 同时具有
救人和撒谎的准则) 并不是错误的，然而康德的普遍法则公式会错误地允许 “永不撒谎”的准则。
由于康德的普遍法则公式会不恰当地谴责道德的行为，或支持道德上错误的行为，因而这个公式是
失败的。所谓“门槛反对”，是指普遍法则公式要求准则必须成为普遍法则，能够为所有人所意
愿，但实际上有些情况的对错取决于多少人依此准则来行动，而普遍法则无法面对如下这一反对。
换言之，普遍法则公式无法面对如下这种情况: 如果许多人都依照这个准则去行动，那么会产生坏
的结果; 但如果只是少数人如此行动，那么结果就是中性的乃至好的。也就是说，只有依此准则行
动的人达到一定数量，或者说超过一定门槛时，行为才是错误的。帕菲特给出的案例是讨论 “不
要孩子，致力于哲学”这一准则。如果是康德本人，或者少数人依此准则行动，那么这在道德上
并不是错误的。但如果意愿每个人都依此准则行动，那么这个准则明显是不适当乃至错误的。如果
依照康德的普遍法则公式，只能是要么肯定要么否定这一准则，然而这都是错误的。“理想世界反
对”与“门槛反对”相反，是说“康德的公式会错误地要求我们以某种方式来行动，即使因为其
他一些人并不如此行动，我们的行动也会使得事情变得糟糕”①。也就是说，如果有足够多的人都
依此准则行动，那么就会产生好结果; 但如果只有少数人如此行动，那么结果就非常坏，而康德的
普遍法则公式无法处理这种情况。例如，“永不使用暴力”这一准则是可以为普遍法则公式所要求
的，但如果二战时德国之外的其他国家都遵守这一准则，即放弃武力反抗纳粹德国暴行，那么结果
就会很坏，但康德的公式依然会谴责使用武力反抗纳粹的准则和行为。之所以称之为 “理想世界
反对”，是因为正如科斯嘉德和希尔等人所指出的，康德的普遍法则公式是为理想状态而设计的，
是为作为理想世界的目的王国而设计的，而不管它在现实世界可能导致的灾难性后果。这在帕菲特
看来也明显是错误的。
2. 康德式的契约论后果主义
虽然帕菲特批评康德的普遍法则公式，但他并非完全否定它的价值。在帕菲特看来，如果经
过某种康德式的修正，普遍法则公式就会取得惊人的成功，实现康德所力图找到的道德最高原
则。
帕菲特认为康德的普遍法则公式需要从三个方面加以修正。首先，要把公式中的 “你”改为
“每个人”或“所有人”，把“你意愿自己的准则成为一个普遍法则”改为 “每个人能够合理地意
愿我们的法则成为普遍法则”，因为一个个体所合理意愿的东西并不一定是每个人都合理意愿的东
西。通过把“你意愿”改为“所有人都普遍意愿”，帕菲特就从康德的普遍法则公式中发展出一种
“康德式的契约论公式”，即“每个人都应当遵循那些其普遍可接受性是每个人都合理地意愿的道
德原则”②。或用斯坎伦式契约论表达为: “每个人都应当遵循没有人能合理地反对的道德原则”③。
在帕菲特看来，这样的改造能够避免“门槛反对”。
其次，普遍法则公式不应该运用于行为者的 “准则”，而应当运用于 “行为”，因为康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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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会不正当地允许错误的行为，或者谴责正当的行为。这样修改后的公式就是: “我们的行
为是错误的，除非它被某种道德原则所允许，这种道德原则是我们可以合理地意愿每个人都接受
的。”① 在帕菲特看来，这样的改造能够避免上述 “混合准则反对”。
最后，帕菲特指出，康德的普遍法则公式想要成功，就必须包含一种后果主义结论，因为每个
人都普遍意愿或选择的原则，只能是所有原则中的最优原则，而最优原则又只能是产生最好后果的
原则。这样，从普遍法则公式就可以发展出一种规则后果主义理论，即 “每个人都应该遵循最优
原则，因为只有这些原则才是每个人都能够合理地意愿其为普遍法则的”②。帕菲特认为，这样的
改造能够避免“理想世界反对”。
结合上述三种改造，帕菲特提出了一种把康德伦理学、后果主义和契约论结合在一起的 “康
德式的契约论后果主义”，其原则是: “一个行为是错误的，当且仅当它被某个原则所驳斥的时候，
这个原则是能产生最优后果的、唯一可被普遍意愿的，且不能被合理地反对的原则”③。这个公式
在形式上是康德式的，在内容上是后果主义的，它同时还结合了契约论原则。
正如斯坎伦等批评家所指出的，帕菲特对康德伦理学的后果主义改造是从一个完全不同于康德
的出发点来进行的。在康德那里，理性及其实践能力，或者说人的理性行为能力是根本出发点，道
德法则的普遍性和有效性都来自于它，用斯坎伦的话说就是: “绝对命令的权威和内容都在于理性
行为能力本身。”④ 而在帕菲特看来，理性并不具有这种功能，是理由而非理性给人们的行为提供
了合理性的根据，因为当我们有理由时，我们就是合理性的。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理由又
从哪里来呢? 帕菲特认为，理由是由对象或客体给出的，这被称为客体给予理由 ( object-given
reasons) 概念。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对象是人们有意愿去做的，那么人们就有去做它的理由，因而
人们的行为也就是有合理性的。反过来，如果人们有理由去做某事，就说明这事是有价值的。帕菲
特同意斯坎伦，也把价值分为应当促进的价值和应当尊重的价值，前者是诸如增加幸福或减少痛苦
这类价值，后者是诸如人格和圣像这类价值。帕菲特认为康德伦理学也包含这两类价值，如作为目
的本身的理性本性是需要被尊重的价值，而与德性相关的幸福 ( 至善) 则是需要被促进的价值，
帕菲特称之为“至善公式”，即每个人都应当总是努力去促进一个普遍德性和相应幸福的世界。帕
菲特并不认同德性与幸福相匹配的观点，在他看来，即使两者并不匹配，但一个世界中有更多的幸
福也是好的。因此，帕菲特对康德伦理学的改造，其实就是以规则后果主义来重构绝对命令，因为
后果主义就是一种以价值为基础的观点 ( value-based view) ，而所谓最优的 ( optimific) ，就是 “如
果每个人都力图遵守这些规则，事情就会变得更好”⑤。
三 存在一种康德式的后果主义吗?
上述两种康德式后果主义具有如下共同点: 首先，两者对康德伦理学的解读都基于以价值为中
心的目的论思想。卡米斯基明确指出其出发点就是当代新康德主义者科斯嘉德所重构的 “自在目
的”这一价值概念，而帕菲特则像康德一样排斥主观价值，把客观的价值看作行动的根本理由。
其次，两者都强调道德原则的不偏不倚性。在卡米斯基看来，最高的道德原则就是要不偏不倚地促
进理性本性的繁荣和幸福; 在帕菲特看来，最高的道德原则就是去遵循能够产生最优后果且不能被
合理反对的原则。因此，这两种理论都支持一种行为者中立而非行为者中心的立场。最后，两者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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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价值的最大化。在卡米斯基，最高目标是最大化地促进理性本性的繁荣和幸福; 在帕菲特，最
高目标就是最大化最优后果。
这两种康德式后果主义的明显区别在于，它们建构自己理论的进路并不相同。卡米斯基是通过
把康德伦理学划分为基础理论和规范理论来建构其康德式的义务论后果主义的，帕菲特则是通过改
造康德的绝对命令特别是普遍法则公式来建构自己康德式的契约论后果主义的。进路的不同也体现
了他们关注的焦点不同，卡米斯基关注的是康德的自在目的概念和幸福概念与后果主义规范论之间
的关系，而帕菲特关注的则是如何改造康德的绝对命令，并使它与契约论和规则后果主义相结合。
这两种康德式后果主义都以不同的方式偏离了康德的原初立场。卡米斯基在处理理性本性和幸
福这两个目的上都偏离了康德的立场。在康德那里，理性本性是尊重而非促进的对象，它作为自在
目的并不包含最大化。康德虽然认为我们有义务发展和运用理性能力，但这只是一个不完全义务，
它并不涉及最大化这一问题，而卡米斯基不仅要求每个人都把他人看作自由的，还要求采取步骤保
证他人的福利和自由，而且将之最大化。对于幸福问题，康德虽然认为促进他人的幸福是一个同时
是目的的义务，但它仍然只是一个不完全义务，人们有必要考虑别人的目的并且有时促进它①; 而
卡米斯基把促进他人的幸福目的变成了需要不偏不倚地和最大化地促进理性设定的目的。帕菲特则更
加偏离康德伦理学的原初立场。在康德那里，实践理性的“可普遍化”并不是契约论式的“普遍同
意”。重要的是，在康德的绝对命令中，理性的自律和自由具有基础地位，而在帕菲特那里并不占有
重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福利的不偏不倚。总之，这两种主张都存在过度阐释和改造康德伦理学的情
况，以至于被很多批评者认为他们所谓的“康德式的后果主义”根本不是“康德式的”。②
即便如此，这两种康德式后果主义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首先，对康德伦理学来
说，探讨它与后果主义的关系，有助于改变那种康德伦理学与后果主义完全不相容的严格义务论的
传统观点，有助于更加全面理解康德伦理学的基本概念，如善良意志、绝对命令、自在目的和自律
等。其次，这两种康德式后果主义提供了不同于传统后果主义的后果主义新版本，这既可以丰富后
果主义的多样性，又有助于克服后果主义曾遭受的困境和责难。最后，卡米斯基和帕菲特在建构自
己的康德式后果主义的过程中，同许多非后果主义的当代新康德主义者如科斯嘉德、希尔、伍德、
迪恩等就康德伦理学展开了全面的探讨和争论，这一方面促进了康德伦理学研究的当代发展，另一
方面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开放话题，即是否存在一种康德式的后果主义?
(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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